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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环境变迁加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

出。在中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及“共同构建地球

生命共同体”的提出，进一步促进了人类与生态环

境之间关系研究的深入。至今，研究人类与生态环

境关系的学科有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人类生

态学(human ecology)、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生
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等。自1968年美国

人类学家韦达(Andrew P. Vayda)和拉帕波特(Roy A.
Rappaport)首次提出“生态人类学”以来，经过50多年

的发展，生态人类学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文从中西比较的视野出发，尝试对生态人类学的

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西方生态人类学聚焦问题的

发展、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术实践进行梳理和评析，

揭示中西方生态人类学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并对中

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趋向进行分析探讨，为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一、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与研究对象

20世纪50年代以前，已经有学者开始探讨文化与

生态环境的关系，并根据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环境可能论 (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
等相关理论加以阐释，这为生态人类学的形成和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渊源。20世纪 50年代中期，

斯图尔德(J. H. Steward)“文化生态学”的提出，对之

后生态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取向有重要启示，对

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肇始于 20世纪 50年代

中期以后的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注重主位视

角，强调从地方群体的认知视角探讨人类对其环境

知识和环境过程如何进行组织和分类，研究路径明

显不同于生态人类学的其他流派，典型范例即康克

林(Harold Conklin)关于哈努诺人动植物认知与分类

的研究。20世纪 60-70年代，是生态人类学迅速发

展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功能主义——以美国

人类学家拉帕波特、韦达“系统论”和哈里斯(Ma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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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文化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两种理论流派在该

学科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前辈学者多注重

探讨人群、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同，新功

能主义学者将人群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致力于

揭示人群与生态系统中其他部分的功能关系。20
世纪 70-80年代，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与生态

危机的内在关联，生态人类学逐渐衍生出过程生

态人类学(processual ecological anthropology)、政治生

态学(political ecology)等分支学科。20世纪 90年代

中期以来，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生态人

类学向环境人类学迈进，环境人类学(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通过多学科、跨学科的调查研究重构人

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主张在“一体化的世界之中”

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学科发展中对生态人类

学研究范式转变的重要补充和拓展。生态人类学的

发展历程，清晰地折射出国内外学界对生态人类学

概念与研究对象的不断探索。

(一)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

何为生态人类学？国外学界有不同的定义和认

知。美国人类学家奥尔诺夫(Benjamin S. Orlove)的定

义为：“生态人类学是人类生存环境与人口动态、社

会组织、人类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它既包括对特定

人群进行比较研究，也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对特定

人群进行分析。在许多情况下，生产体系建构了人

口动态、社会组织、文化与环境之间的重要联系。”①

有学者则认为，生态人类学不只是关注人与生态环

境的关系，还探讨将“环境”用于人类学解释的各种

途径。②英国肯特大学的艾伦(Roy Ellen)侧重从生态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定义：“生态人类学是用系统

方法以及生物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仪器来理解人类

与环境的关系，其关键概念包括生态系统、反馈、文

化适应、能量和营养流，并且与承载能力、时间预算

及能量输入和输出测量等定量方法相关联。”③生态

人类学概念内涵不断扩充，在强调基础性研究的同

时，越来越重视应用性研究，以期在全球生态治理中

发出更多的声音、发挥更大的作用。

早在中国古代，就有学者论及生态，其中“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尊重生命”即是核心思想。在人

类学、民族学传入中国后，一些学者或多或少涉及生

态研究，费孝通、张之毅的《禄村农田》对禄村灌溉农

业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被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视

作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范例。④20世纪50年代受

苏联民族学的影响，中央民族访问团运用“经济文化

类型”理论进行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和民族识别，在

调查中涉及对生态层面的关注，主张从静态和动态、

历时性和共时性等方面探讨地理环境、生计方式与

文化的关联，这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萌发奠定了基

础。⑤当代学者普遍认为生态人类学理论是20世纪

80年代传入中国的，结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态环

境，衍生出本土化的生态人类学理论。因翻译倾向

及学者见解的差异，关涉生态人类学，学界有文化生

态学、人类生态学、生态人类学、民族生态学、生态民

族学、生境民族学等不同称谓。宋蜀华认为，生态人

类学着重研究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它把

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环

境的产物，并且强调生态人类学研究可以是历时性

的(diachronic)，也可以是共时性的(synchronic)。⑥杨

庭硕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实质是剖析人类社会

与地球生命体系这两大自为体系之间的互动运行关

系”，⑦可将其称为“二元制衡论”。在尹绍亭看来，生

态人类学以文化适应为研究对象，并借鉴应用生态系

统的概念来考察文化、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功

能，发掘和整理作为人类适应的知识和行为体系，从

而最大限度地进行生态学角度的文化及其演化的阐

释。⑧李霞强调生态人类学是“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

法来研究人类、生态环境及文化之间关系的学科”。⑨

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更注重

文化适应、人与环境互动等方面的相互影响，由此使

生态人类学研究更具人文性，而非凸显生态学特性，

体现了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特点。

对生态人类学的概念界定，中西学者没有太大的

争议。随着社会变迁，相应的环境变迁以及研究主

题、研究任务、研究范式的发展变化，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环境等要素都被纳入分析框架，主要研究人

类、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国生态人类学吸

收了西方相关理论方法，结合我国各地区实际的生态

环境问题，建立起系统的生态人类学学科体系，并逐

渐凸显出中国学术话语的特色。在后续研究中，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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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还涉及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现代

主义(postmodernism)、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
理论，增添了新的研究议题，其学科性质更具应用性，

充分展现了这一学科的生命力和活力。

(二)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早期的生态人类学家主要关注生物进化、能量

转换、营养转化、资源分配等议题。随着研究议题的

拓展，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断丰富和多元。美

国罗格斯大学的韦达(Andrew P. Vayda)和麦凯(Bonnie
L. McCay)曾对 20世纪 50年代生态人类学研究进行

批判。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生态人类学研究过分

强调能量研究，无法解释文化现象，专注静态平衡研

究，对分析单位缺乏清晰的认识等。之后，他们对生

态人类学关注的新内容提出要求：其一，除了关注那

些与能源利用有关的问题之外，同时也应该尽可能

多地关注环境危害或问题；其二，关注调查环境危害

的特征，如危害程度、持续时间等，与人们应对危害

的时间及其他属性之间的可能关系；其三，放弃以平

衡为中心的观点，转而寻求与内稳态相关的变化；其

四，研究群体和个人是如何应对风险的。⑩20世纪60
年代的生态人类学，以其功能主义、系统论以及聚焦

负反馈而闻名，人类学家对文化习俗及宗教信仰在

人类优化环境适应和维持未退化的地方区域生态系

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研究。美国纽约州立

大学布朗(Paula Brown)则关注整个民族的社会生态

系统，其目的是研究更大系统中社会、文化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多样性、气候

变化、自然灾害、环保运动等话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随之这些话题也成为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奠定了

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定位，提升了学科的学术影响力。

在关注西方生态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同时，根据

我国生态环境现状以及生态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国

内学者逐渐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对象。尹绍

亭陈述了生态人类学关注的主要层面：技术层面核

心是食物等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获取；制度层面具有

管理和保护物质生产资料及协调社会关系的功能；

精神层面具有文化适应的重要内涵。这些层面体

现了人类适应生态环境和顺应自然规律，以及人类对

环境改造的能动性。袁鼎生认为，整体生态场是生态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核心范畴，而整体生态场是“人

的生态活动与自然的生态活动贯通为一构成的”。

谭卫华等认为，生态人类学研究范畴包括各民族生

境中生命物质和物质能量的转化形式及规模。杨

庭硕等立足时空维度，认为探究生态环境稳定运行

的超大尺度观是其研究对象。这些学者跳出常规

范畴，从不同维度解析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以此

扩大该学科的研究范围。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

时代，生态人类学有了新的研究对象，近期生态人类

学的主要研究议题有：地方性知识与生态人类学的关

系；民族地区的生计、生境与文化、环境变迁；生态移

民和生态补偿问题；生态文明与制度建设的关系。

此外，有些学者还持续关注生态博物馆、文化生态

村、传统生态知识、“生境—生计—生命”等议题。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生态环境问题，中西学者对

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最开始

偏向能量转换、文化适应、生态系统，到涉及传统生

态知识的价值和作用，这是一个不断进行实践和反

思的过程。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学者越来越主动

参与到全球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中，生态灾变与生态

恢复、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都是备受关注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这促使生态

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更具全球性、时代性和地域性。

不断发现新对象、拓宽新领域和扩展新视角，是生态

人类学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西方生态人类学的发展脉络

生态人类学的新近发展，对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建

设和研究取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发展态势来看，西

方生态人类学主要关注文化适应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生态系统对环境的影响、传统生态知识的作用等；跟

随全球化发展趋势，还关注最新的生态环境问题。总

体来看，西方生态人类学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众逐渐认识到消费经济

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环境污染，商品的

生产和消费生成废弃物，而废弃物又反过来污染空

气、水和土地，这对人类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

当时，美国、英国发生的空气污染事件改变了人们对

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态度。学界对文化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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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系的探讨备受关注。由于人类适应环境的主

要机制是文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文化如何适应环

境、文化适应的动态变化。1955年，斯图尔德提出

“文化核心”(cultural core)概念，并认为“文化不仅反

映人类在适应、调节和和求生存方面的遗传潜势，更

表明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作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倡

导者，哈里斯极其欣赏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在哈

里斯看来，“文化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人类适应

环境的主要机制”，其经典案例就是对“印度圣牛”

的文化分析。1963年，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从文化生态学角度阐释了印度尼西亚爪哇的

农业类型，认为应当“关注文化中那些与生态和经济

最密切的部分”。同年，美国埃默里大学亚内尔

(Richard A.Yarnell)在调查美国印第安人种植橡胶树

林时发现，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动态变化的，而

文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其结果是进一步改变环境，

因而造成了额外的相互调整，这将一直持续到相对

稳定的状态。文化在生态环境中有何作用？对此，

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塔克(Conrad P. Kottak)等运用联

系法(linkages methodology)把地方的变化与区域、国

家及世界系统的变化联系起来，并强调将地区的文

化置于更大的系统内进行研究。进入21世纪，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萨顿(Mark Q. Sutton)等在总结

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研究文化与环境的关系旨

在了解文化适应的范围，并为当代许多重要问题，如

森林砍伐、物种灭绝、食物短缺和气候变化等，尝试

提供解决方案。西方学者长期关注文化与生态环

境的关系，认为二者相互制约并相互依存，这是生态

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

(二)对种群与生态环境功能性关系的解释

20世纪 60-70年代，公众对环境退化的担忧日

益加剧，因解决环境问题而进行的生态学研究资

助——如国际生物学计划 (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Programme)——的大幅增加，系统生态学家宣称生态

学理论和方法特别适宜解决即将到来的“环境危

机”。受“新进化论”(neo evolutionism)和“新功能主

义”(neo functionalism)影响，一些学者不再满足于探

讨文化的作用而开始转向理解生物群落内部的关

系。基于“生态系统”概念，他们将种群(population)作

为分析单位，揭示种群与生态系统中其他部分的功

能关系，并对能量流动以及其他环境因素进行定量

分析，这被誉为连接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种方

式。1962年，美国生态学家卡森(Rachael Carson)在
《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揭示了过度使用杀虫剂等化学

药品对环境的污染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同时掀起

了多学科对生态环境问题理论的反思。拉帕波特运

用生态系统、自我调节等重要概念展开了对新几内

亚高地战争与仪式的研究。在《献给祖先的猪》这部

享誉生态人类学界的专著中，他尤其关注生态系统

中“生态意义上的种群”，而这里的“生态系统”是指

不同种群或生物体与非生命物质之间进行物质和能

量交换的系统。在新几内亚地区，僧巴伽人与马林

人的战争和仪式具有调节功能，凯阔(kaiko)仪式中祭

祀祖先所杀的猪，不仅维持了其领土内生态系统的

平衡，还具有控制战争发生的频率、提供优质蛋白质

以及确保当地猪肉供应等功能。拉帕波特在新几

内亚地区的研究表明，以下两方面在今后研究中应

着重考虑：一是深入理解生态系统的定性方面、变化

过程和认知模型等；二是严谨调查生态关系中可量

化的物质方面。充分认识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需要厘清系统内的物质如何交换以达到平衡。英国

牛津大学里瓦尔(Laura Rival)对生物及生态系统进行

了历时性分析，以期更充分地解释其结构和功能特

性。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米尔顿(Kay Milton)
认为，过去生态人类学倾向于将人类文化(共同信

仰、价值观、规范、制度体系)和人类社会(由共同文化

特征结合起来的人群)作为主要分析单位，而生态系

统方法使研究转向关注种群，这正是影响环境条件

并受其实质性影响的单位。

总之，生态人类学家将生态系统中的种群、生物

和非生物看成一个整体，认为三者相互作用、互有影

响。这一时期，生态人类学先重点关注能量流动，后

侧重对种群与自然耦合系统的研究，不断推动学科

的整体性发展。

(三)对传统生态知识的研究

20世纪 60-70年代，跨学科的民族生态学成为

生态人类学发展历程中的另一主线，其研究领域主

要围绕非西方社会如何与自然共处、传统生态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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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的命运等议题，这激发了一部分学者对

生态问题的兴趣。生态人类学家尝试从认知视角阐

释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运用原住民观念及语言

类别构建所描述的生物和文化环境。

自此，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
edge，TEK)进入生态人类学家视野。这种知识体系

有别于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传统生态知识是一个累

积、动态过程，建立在集体智慧、实践经验和适应变

化之上，在对社区进行生态修复时，原住民可以分享

其拥有的大量传统生态知识。而传统生态知识与现

代科学知识的整合，也可为人类与地球互动提供更

多的稳定性和平衡性。美国佐治亚大学布罗修斯

(Peter J.Brosius)等人建议，以生态为导向的民族志学

者应该将来自文化和生物生态学的传统技术与来自

语言学的技术相结合，这些技术被认为更适合探索

本土环境概念。同时，民族志学者也应当像理解自

己文化那样理解原住民传统生态知识对环境的作

用。在《民族生态学：情境知识/定位生活》论文集

中，洪恩(Eugene S.Hunn)撰文提及“第四世界社区”

(fourth world communities)——拥有传统生态知识的

社会，认为在这一世界社区中传统生态知识可为创

造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化及健康的未来世界提供

可行选择，他还呼吁要大力研究和保护传统生态知

识。梅勒(Brien A.Meilleur)认为该论文集选用的案

例充斥着来自北美、南美、非洲和亚洲地区人们的声

音，涵盖了一系列生态问题，如自然资源保护、可持

续发展、地方性知识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公地在发

展中的作用、环境管理的多样性和公平性等。由于

生态人类学家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生态知识是了解环

境变化以及管理和保护生态系统的有利工具，他们

在此后的研究中聚焦了以下方面：记录逐渐消失的

传统生态知识；了解生物和文化多样性的相应变化；

评估导致传统生态知识流失的变化过程和驱动因

素。对于如何挖掘和保护非西方社会的传统生态

知识，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彼得里洛(Michael A.
Petriello)等运用文化共识分析调查(cultural consensus
analysis)、民族志访谈(ethnographic interviews)和参与

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三种方法对尼加拉瓜当

地猎人的传统生态知识来源进行了三角测量。而文

化共识分析是人类学家用来评估一个特定话题知识

的共识程度或社会分布的一种理论和一套统计工

具，可以将文化共识的程度概念化，并且平衡文化的

一致性，此外，还可采用实地考察(field trips)、问卷

调查 (questionnaire)、跨文化比较研究 (cross-cultural
survey)等方法获得定性资料，以期更好地发挥传统

生态知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随着对传统生态知识的深入研究，有学者特别

关注地方性知识以及对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之争

论。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波西(Darrell A. Posey)等
人就南美洲亚马逊地区社会及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问题，提出运用原住民的地方性知识进行保护和研

究。美国佐治亚大学纳扎雷亚(Virginia D. Nazarea)
探讨地方性知识和文化记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

要性，指出随着原住民地方性知识及技术被详细记

录和大力推广，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也成为国际农业

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信息货币。总之，研究地方

性知识为理解人与生态环境关系、促进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有效路径。生态上的“高贵野蛮人”则是基于

地方性知识建构的，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哈姆斯(Raymond Hames)指出，围绕生态上的“高贵野

蛮人”之争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涉及

原住民的保护问题，狭义地侧重于利用民族志、考古

学、历史资料进行个案研究；二是在方向上更广泛、

更人性化和政治化，从身份、生态知识、意识形态以

及原住民和保护团体等层面将生态贵族作为一种政

治工具，重新定义生态贵族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

发展，这个争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思考人类如何

管理或构建他们的生态环境，以及他们所处生态环

境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

(四)对环境变迁中生态问题的全新关注

20世纪 80年代至今，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

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再加上西方国

家不负责任地将生态危机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由

第三世界国家的弱势群体承担环境恶果，如资源枯

竭、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疫病肆虐等，严重威

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生态人类学开始转

向研究全球化、现代化和世界政治对当地环境的影

响，这一时期，生态人类学被称之为“新生态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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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间生态人类学家还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人类

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必定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关

系。如前文所述，美国密歇根大学科塔克等就运用

联系法开展研究。联系法的调查方法之一是长时间

地研究一个地区，其目的是将地方层面上的变迁与

地区、国家以及世界联系起来。对巴西工业化和商

业化扩张的研究就是“联系法”应用的一个实例，重

点讨论环境公害与风险意识。

全球环境变迁本质就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有

学者从政治经济因素开展当代环境问题研究。美国

斯坦福大学鲍尔(Andrew M.Bauer)从政治生态学视角

构建权力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他把阶级、权力和所有

权，即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社会生产关

系纳入与环境相关的唯物主义框架中，强调环境话

语、知识生产、权力分散和“自然”表征。政治生态

学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理论的框架，侧重于关注政

治、经济、社会因素与环境健康问题的关系。在自然

环境方面，美国地理学家沃克(Richard A. Walker)认
为湿地管理和保护与政治经济背景和权力关系密不

可分。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布莱基(Piers M. Blaikie)
等在研究尼泊尔森林砍伐及土壤侵蚀案例中发现，

探究全球政治经济布局如何成为塑造生态条件的结

构性组成部分，需要在对环境变化的话语建构及争

议进行分析之后来确定。其中，很多学科团队采用

高新技术开展实地调查，美国华盛顿大学格林(Glen
M. Green)等人利用卫星图像和植被图来确定马达加

斯加东部雨林的范围，监测了35年间这片森林的砍

伐率。然而，在采用高新技术进行研究时，应当注

意不能过于依赖技术而忽视了人的作用。在疾病和

健康方面，美国学者图尔申(Meredith Turshen)将非洲

坦桑尼亚的人类疾病模式与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政

治和经济关系直接联系起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香槟分校卡利佩尼(Ezekiel Kalipeni)等人举

例介绍地方政治、经济因素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影

响生态环境和引发流行疾病的。20世纪 80年代中

期，非洲塞内加尔政府决定在塞内加尔河口修建迪

亚马大坝来增加水稻产量，但建成后的大坝改变了上

游水域生态。水域盐度降低、新建的灌溉渠道和开

垦的稻田提供栖息地，促使血吸虫的中间宿主——

淡水蜗牛——大量繁殖，而其天敌——本地甲壳类

动物(虾)——几乎全部消失。大坝的修建产生了惨

痛的生态后果——暴发了血吸虫病，这对人类健康

产生了不利影响。为阻止血吸虫病的蔓延，2013年
塞内加尔政府制定一种生态无害化的干预策略，即

利用乡村水产养殖业重新引入本地虾，以降低血吸

虫繁衍和疾病传播的风险。

有学者关注城市政治生态层面，提供了城市生

态问题研究的新思路。他们认为，为遏制城市边缘

化和生态退化，制定城市政治生态的政治纲领至关

重要。他们还强调，通过确定社会权力分配更公平

的策略，以及确定环境生产模式更具包容性的策略，

来增强社会环境建设的民主内涵，这有助于厘清经

济、政治、社会与环境过程的关系。英国牛津大学

斯温格道(Erik Swyngedouw)等人探讨了城市化、可持

续性以及城市水的生产与分配关系，重点研究在城

市水系统的组织方式中所呈现的社会、经济、政治与

环境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美国纽约大学拉德马

赫(Anne Rademacher)则提出，城市政治生态的特点

就在于关注组织资本、劳动力、信息和权力流动等多

维度概念和物质系统，它没有将科学看作一种非历

史化和静态的认知方式，而是向民族志学家展示动

态的社会自然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人类和非人类的

生物物理变化可以被观察、评估以及问题化。

有学者讨论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回应全球

性生态环境问题。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

织马库斯·巴伯(Marcus Barber)在评介《全球变暖与

健康的政治生态：新兴危机和系统性解决方案》一书

时谈道，全球变暖主要是资本主义过度消费的后果，

只有彻底转变从地方到全球的生产、消费和治理模

式，才能真正缓解全球变暖带来的消极影响。生态

人类学研究的动力还源于对生态危机的批判性思

考，这些危机不仅来自生态环境，还受干旱、洪水、荒

漠化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影响。英国斯特灵

大学霍夫曼(Clemens Hoffmann)提及，中东地区正经

历着战争冲突、石油危机，还受干旱等极端气候影响，

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s)由此产生。当前，持续关

注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

为学界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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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

类纪(Anthropocene)，即人类行为对地球有着不可逆

转影响的时代。生态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一些新兴议

题，如环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社会运动等。新环

境、新问题的出现总是会孕育出新的环保主义，正如

美国耶鲁大学科特西(Luisa Cortesi)等人所说，环保主

义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还是文化生产的丰富场所，

它调解着大众对自然的理解、塑造公民关于健康的

话语、培养人类对环境的反应。关于性别与生态的

关系，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德鲁(Georgina Drew)站在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介绍了印度阿坎德邦的加瓦里妇

女参与反对修建巴吉拉提河—恒河 (the Bhagirathi
Ganga)大坝的环保运动。受印度历史、社会文化、宗

教信仰和经济因素影响，加瓦里女性和男性反对建

造大坝参与程度的差异性，证实了性别差异确实影

响男女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程度以及为保护自然而采

取的不同途径和行为。洛克耶(Joshua Lockyer)和维

特托(James R.Veteto)在《参与生态乌托邦的环境人类

学》论文集中详细介绍了生物区域主义、永续农业和

生态村三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运动，还与人类学理论

联系起来，提出这三项社会运动都是“将对正义和可

持续性的道德关注放在首位，并试图与生物文化多

样性、权力不平等和结构性暴力的复杂性做斗争”。

此外，在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理论中，人类与

非人类的生态关系也引起学者的注意，当代著名哲

学家、社会学家拉图尔(Bruno Latour)摒弃人类中心主

义，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阐释政

治生态观，并且就生态问题建立人类与非人类共存

的集体机制。

当前，与生态人类学相关的学科，如气候人类学

(climate anthropology)、灾害人类学(disaster anthropol⁃
ogy)、符号生态学(semiotic ecology)、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交叉生态学(intersectional ecologies)、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 (Marxist ecology)、感知生态学 (sentient
ecology)等不断出现。在最新调查研究中，不仅沿用

了人类学的方法，还借鉴生态学、地质学、历史学等

学科的方法，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遥感技术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人口数据分析(demographic data analysis)、消费日志

(consumption log)、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等方法，全面收集数据和资料，进行科学

的数据分析和跨时空的比较，更加科学有效地分析

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问题，展现出西方生态人类学所

关注生态问题具有复杂多元且现实的特性。

三、中国生态人类学学术实践的演进轨迹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平

等，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世纪 50年代，我国

为顺利开展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

作，苏维埃学派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被学者引入

和运用，发挥了在认识民族共同体所处生态环境关

联问题上的作用。1958年，林耀华与切博克萨洛夫

(Н. Н. Чебоксаров)联合完成了《中国的经济文化类

型》一文，可视为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开端。改革

开放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重新焕发生机，在老一辈

学者的努力倡导下，西方生态人类学经典著作先后

被译介到中国，相关论文也被翻译且刊载于中国学

术期刊。对西方生态人类学的译介工作，推动了我

国生态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在吸收、运用西方生

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过程中，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国内学者深入开展本土研究，不断创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生态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其中，曾少聪、罗意

《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发展与反思》一文深入探讨了中

国生态人类学70年的研究历程，并总结和提炼出四

个阶段的理论及其特征，为我国学者进行生态人类

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罗意《生态人类学理

论与方法》是目前国内全面系统梳理和论述生态人

类学理论方法的著作。伴随着中国生态人类学的

发展，中国学者的学术实践在不同区域相继展开。

(一)对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

中国幅员辽阔，地貌和气候复杂多样，在中华文

化和各民族文化影响下，造就了丰富多样的地方社

会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尹绍亭开始关注云南刀耕火

种问题。作为国内生态人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

者之一，尹绍亭关于云南山地民族游耕农业的研究，

对重新认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地区的“刀耕火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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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开创性贡献。他采用“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系统

分析”的研究方法，致力研究云南山地民族刀耕火

种的生计方式，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

重要意义。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问世的《一个

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

被学界认为是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奠基之作，在学界产

生了重大影响。90年代中期，尹绍亭提出建设“生态

博物馆”和“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这为乡村建设、

地域和民族文化的保护、创造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较早展现出中国生态人类学的学科应用价值。

2012年，由尹绍亭、何明主编的《生态人类学丛书》(知
识产权出版社)陆续出版，切实拓展了生态人类学

研究的新领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20世纪90年代，杨圣敏到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

学人类学社会学系进修，崔延虎到剑桥大学社会人

类学系培训，使他们较早接触到生态人类学，他们对

新疆地区干旱文化、绿洲文化的研究，拓展了中国生

态人类学鲜有涉及的领域。杨圣敏阐释了新疆自然

环境对塔吉克人社会组织的影响，而他们的血缘家

族就是抵御恶劣自然环境和灾难的社会组织形式。

崔延虎在新疆干旱区进行绿洲生态研究，2006年，他

提出“绿洲生态人类学”的构想，强调本土知识在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陈祥军关注新疆阿尔

泰山哈萨克族游牧文化，探讨本土知识演变过程与

草原生态变迁的关系。罗意阐释了吐尔洪盆地哈

萨克族游牧社会转型与草原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他

还将新疆绿洲传统农作制度视为绿洲社会地方性知

识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学者研究新疆干旱区和半干

旱区人群、社会与绿洲的关系，为世界其他干旱区和

半干旱区开展绿洲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实践经验。

此外，一些学者围绕内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生计

方式、生态文化等展开研究。麻国庆分析了内蒙古

蒙古族传统文化、社会发展与草原生态的关系，阿

拉坦·宝力格对牧区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草原牧区

城镇化主导的发展模式、干旱区域的水资源、游牧生

计方式变迁等进行探讨，色音、孟和乌力吉、敖仁其

等学者从生态人类学视角考察内蒙古草原生态文化。

曾少聪主编的《生态人类学丛书》，黄龙光的《上善

若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水文化生态人类学研究》，

范长风的《从地方性知识到生态文明：青藏边缘文化

与生态的人类学调查》等，是对我国福建沿海海岸

带、长江流域、西南民族地区及青藏高原地区进行的

田野调查之作，都有对人、文化与环境关系的呈现。

(二)对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对传统

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受到极大关注。杨庭

硕在贵州喀斯特山区做了大量传统生态知识和技术

调查，发掘了当地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在少数民族

传统生态知识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在长达30
多年的生态民族学研究历程中，以杨庭硕、罗康隆为

核心的学科团队，首创“生境民族学”，提出“文化制

衡理论”“终端验证法”“相际经营原理”等理论和方

法，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生态人类学研究提供了

新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例如，《民族、文化与生

境》强调民族的自然生境、社会生境与民族的文化、

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

类文化生态的思考》梳理了文化互动、族际关系与文

化制衡的关系；《侗族生计的生态人类学研究》《生

境民族学研究》(第一辑)等著作聚焦民族生境、生计

与生命关系，侧重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

识的发掘和整理，尤其关注贵州麻山地区的石漠化

问题、清水江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侗族“稻鱼鸭”的

生计体系等。在生态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既需要通

过共时性研究收集有用资料，也需要历时性研究以

进行纵向观察，发现总结规律。罗康隆根据十多年

田野调查经验提出生态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新方法——

乡民日志与学者跟踪，即当研究者不在场时，调研地

点发生的事情、经历的场景及历史记忆，指定当地人

协助记录，这是中国学者对生态人类学研究方法本

土化尝试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

设时期，为更好地应对新时代的生态问题，杨庭硕等

人提出的“生境民族学”这一概念，对构建中国生态人

类学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流派具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尝试用生态学、植物学专业知识进行传

统生态知识的跨学科研究。裴盛基强调，我国民族

植物学研究需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经济植物，尤其

关注少数民族对植物的分类、认知和利用。崔明昆

不仅厘清了本土植物与逻辑思维二者的关系，还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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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传统生态知识的科学阐释”，将生态学的“中度

干扰理论”“最佳觅食理论”“生态系统概念”应用于

生态人类学研究中。在此基础上，崔明昆总结归纳

出“生态系统方法论”，它要求将人类及其环境看成

一个整体，把生态系统中的人与其他组成部分的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作为重要研究内容。薛达

元则专注于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作用。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

和方法，研究傣族稻作文化、鄂伦春族和佤族森林文

化、藏族牛粪文化、苗族水文化中传统生态知识的功

能和作用等。而如何发掘和利用传统生态知识可

持续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如何延续传统生态知识的

生命力，如何实现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学知识的

结合，这是未来仍需研究和思考的议题。

(三)对现代化、全球化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生态人类学在借鉴、吸

收西方生态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反思和回应

了现代化、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

拓宽中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积极应对衍生的新

议题，为中国乃至世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中国智慧。

有学者站在学科前沿，着力阐释生态文明的内涵

和意义。2004年，以“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为主题的

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发表了《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

明》一文，“生态文明”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尹绍亭介

绍了“生态文明”的三个文化内涵，即文化适应、文化多

样性、和谐共生，还结合西部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的

特殊性，提出“构建西部生态文明圈”的设想。范可

强调，生态文明在人类学的视野里应该考虑到三点：

必须摆正人类与生态自然的关系；人类应该服务于生

态环境；学习和了解、发掘生存性智慧，服务整个人类

共同体。这些洞见为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有学者呼吁弥补生态人类学缺失，首倡加强海

洋生态人类学研究。曾少聪多次强调中国生态人类

学缺少海洋板块，他的《生态人类学视角下东南地区

的海洋环境与沿海社会》一文描述了东南沿海地区

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海洋性特征及其与海洋环境的

紧密关系。张先清阐释了澳门海洋知识体系、海域

管理与生态保护、海洋文化遗产保护等，认为海洋人

类学视角的引入，在助力海洋开发、海洋资源保护、

人海关系等问题的良性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海洋生态人类学的持续关注和加强研究，将为构

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经验。

有学者关注现实问题，重点聚焦生态移民议

题。任国英曾对内蒙古生态移民与生态环境关系开

展研究，指出“在当代中国做生态人类学研究，国家

力量、现代化、市场经济是绕不开的话题”，目前又在

关注后生态移民时代生态移民的生存状况；祁进玉

认为，“生态移民是解决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牧民脱贫

致富之间矛盾的需要”，强调要不断推进三江源地区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冯雪红对甘青牧区藏

族生态移民展开田野调查，发现移民的社会适应状

况与生计方式转型、后续产业发展、社会关系重构、

社区整合密切相关，这关系到生态移民工程的成效，

也影响着区域人口与地方经济社会稳定和资源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这些研究充实了草原地区生态人

类学研究，而加强对牧区环境史、民族地区产业转型

机理的研究，将有利于观察搬迁前后当地人群、社会

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有学者关注生态热点，尝试探索公共议题。气

候变化、自然灾害、疫病防治、动物保护和垃圾处置，

都是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题。尹仑探讨了云南藏族对

气候变化的认知与应对，通过田野调查了解了藏族

对气候变化的本土认知，呈现出地方性知识在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现象中的价值和作用；李永祥对泥石

流、干旱等灾害进行人类学分析，指出通过有效利用

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可以实现防灾减灾目的；袁

理从生态人类学视角审视了疫病传播的原因、适应

性特征以及抗击疫情中人类种群之间的合作与互助

关系；缪芸从当地藏族人视角出发，关注野生动物

保护及垃圾治理问题，探讨地方性知识的变通性。

21世纪以来的全球生态危机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共

同关注，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时代，从生态人类学研

究框架出发，对公共议题进行的探索和尝试，展现出

当代学者积极思考和实践的能力。

此外，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吉首大学、新疆

师范大学等高校创建研究基地、培育研究团队，开设

了生态人类学相关课程。《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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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湖学刊》《三峡论坛》等学术期刊先后开设的相关

栏目，成为生态人类学最新研究成果的重要展示平

台。总体来看，中国生态人类学研究范围日益广阔，

学者们先后在不同区域开展的学术实践，对解决当

代生态环境问题有重要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启示，

一定意义上可以为认识和解决我国乃至世界生态环

境问题提供可行路径。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中

国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将大有作为。

四、结论

纵观生态人类学学术史，从中西方生态人类学

发展脉络及关注议题来看，二者有三点共同性：一是

研究方法的运用和完善基本一致。从最初使用人类

学理论与方法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到跨学科研究中

多学科方法的借鉴和使用，再到高新技术的采用，中

西学者逐渐探索出普遍适用的生态人类学研究方

法。二是重视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研究。

传统生态知识具有较高的实用性、科学性、地方性，

对研究人类适应性有重要意义。民间传统生态知识

蕴含丰富生态思想，面对社会及其所处生态环境的

变迁，一些中西学者认识到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积

极发掘、整理、记录地方性生态知识，在运用科学技

术开发自然的过程中，他们关注传统生态知识与现

代科学知识的结合，从传统生态文化中汲取营养。

三是共同关注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中西学者积极

进行跨国学术交流，及时掌握最新研究动态，不断进

行理论创新，为全人类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探

寻人类社会与地球生命体系和谐演进的理论依据。

同时，中西方生态人类学也有明显的差异性：从

学科发轫时期来看，理论与现实观照不同。20世纪

50年代至6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西方

国家正遭受严重的环境污染，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人类

如何更好地适应生态环境，尤其是非西方社会种群与

生态环境的关系，并运用文化生态学理论、系统论来

加以阐释；而中国正处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

族识别时期，国内学者担负着为此助力的学术使命，

尝试采用“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划分少数民族社会经

济发展阶段，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少数民族与生态环境

关系的讨论，带有较强的应用性和发展关怀。从学科

研究范式来看，回应与发展转向不同。20世纪70年

代至90年代，西方社会生态危机日益加剧，为回应新

进化论和新功能主义的不足，西方生态人类学衍生出

政治生态学、环境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带有较强的批

判性，其核心是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环境问

题、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影响；同一时期，我国改革开放

之后，中国生态人类学经历了从引介国外译著到本土

化发展的过程，国内学者侧重研究地方社会与生态环

境关系，重视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为如

何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提供思

路。从学术思想渊源来看，探索与应用倾向不同。进

入21世纪，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受后结构

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西方学者超越“自然—文化”

二元论，不仅重构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生态关系，

还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生态环境议题中，使研究更具时

代性和现实性；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学者致力

反思和回应现代化、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秉持生态文明理念，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乃至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

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重要时期，中国

生态人类学研究具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一，加

强中国生态人类学学科建设，切实构建基于本土经

验的学科理论体系。应加强发掘和整理可能消逝的

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传统生态知识，理

性认识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关注生态文化的继承

和创新，有效进行跨学科合作研究以及“本体论转

向”的学术反思，更为系统、科学地理解和把握人类

与环境关系，以此加强学科建设，努力构建基于本土

经验的学科理论体系。其二，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研

究，推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山水林田湖

草沙生态系统中，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统筹考虑中国生态系统安全、生态

功能区总体规划等，应聚焦构建生态安全屏障、构建

生态廊道、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保障水资源安

全、发展后扶贫时代生态产业，以及深入研究海洋生

态文化，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农村建设，需特别关

注乡村振兴中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研究。

其三，持续关注全球生态安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当全球面临生态危机时，中国作为全球生态

文明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应该为治理全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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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敏锐洞察不

同生态环境的社区、不同生态区域乃至全球动态变

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深入研究如何维护不同生态系

统内的生物多样性，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彰显生态人

类学的学科价值。中国生态人类学探索一系列新议

题，将为人类的文明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

贡献。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建设美丽家园是人类

的共同梦想。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

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

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并肩同行，才能让绿色发展

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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